
虽然澳大利亚的媒体内容（电影、电视、动漫

等）在英语系国际市场取得了较大成功，但对中国

却影响甚微， 其原因是澳大利亚的媒体产业缺乏

规模效应，并与中国存在着文化距离。 尽管境内有

很多华裔、中国移民和留学生，澳大利亚在文化上

仍是一个欧洲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媒体内容产业

尽管规模宏大并且在庞大的国内市场中收获颇

丰，但在探及非华语地区时却屡遭挫败，最主要的

原因或许是由于创意内容的匮乏。 尽管如此，中国

文化仍在寻求走向全球的途径。 中国媒体产业目

前存在着以下机遇：（1）电影、纪录片、新闻节目、
动画和电视剧的海外销售；（2）海外电影节；（3）海
外拍摄电影；（4）电影及纪录片合作拍摄；（5）节目

版式的购买及开发；（6）依托线上平台的发行；（7）
对海外文化及传媒公司的战略性投资。

本文描述澳大利亚媒体和文化如何寻求 “走

出去”来到中国。 澳大利亚和中国是不同的国度，

有迥异的文化传统。 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

除了铁矿石、农产品等原材料商品的经济交换外，

未来数十年两国将有更多的文化交流。 一些调查

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变得越来越亚洲化。 特别是随

着华人社区的蓬勃发展， 两国间产生了大量的创

意互动。 为了探究两国合作的可能方式，本文将从

电影电视产业以及科技初创公司切入进行分析。

根据笔者目前的研究项目， 本文将阐述如何使用

社交媒体分析（social media analysis)来评估媒体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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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相对成功和失败，以期更好地促进文化交流。

媒体合作有着天然的风险， 但技术提供了另

一种机会， 特别是鉴于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技术

创新浪潮。 因此，本文的第二部分阐述了澳大利亚

政府及企业家如何认识正在中国发生的由政府支

持的数字化革命。 最后一部分回到澳大利亚如何

通过在线平台接受中国文化的问题，其中，在澳大

利亚的华裔起到了文化桥梁的作用。

一、真实的和人造的，
虚拟的和增强的

每一种文化体系都有地域性和地方性特色，

这些特征也融合了来自其他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和

理念。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国家，它由

200多个不同的民族组成，其中还不包括数百个在
白人登陆前便已存在的土著民族。 但澳大利亚的

人口仅有 2400 万，与上海市人口数量相仿。 中国
有 56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比重最大。 我们常听
到一个词叫做“中国特色”，我个人认为中国特色

是变化多端的———从北部的大连到西部的昆明和

新疆，一切都不尽相同。 深圳便是一个帮助人们理

解中国文化与智识多样性的最佳案例： 人们从各

地汇聚于此；他们的人生观积极向上；这是一个创

新之城，是一个将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完美之地。

深圳的故事是举世瞩目的，在 30 年内，深圳
由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大都市， 并处在文化与

科技的前沿。 2008年，我因参加中国（深圳）文化产
业博览交易会而第一次到访深圳， 当时住在深圳

郊外山上一个“人造的”瑞士风格的小镇———茵特

拉根（Interlaken)①，中国员工穿着皮夹克欢迎外国

客人。而事实上，深圳地处亚热带，从不下雪。当时

很多人认为深圳缺乏吸引游客的纯文化资源，比

如寺庙、纪念碑和名山等。 但正是由于它是“崭新

的”，深圳更需要“创造”自己的文化资源。 另一个

典型的人造文化资源的例子是大芬油画村。 作为

非传统的文化产业模式， 大芬村引起了人们相当

大的兴趣：它为很多人提供了工作，给未受过培训

的“艺术家们”提供了发展技能的平台，但与此同

时，很多人认为大芬村不如其他的艺术区“真实”。

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通过改进现有产品推出

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力很快就成为深圳的优势。

与此同时， 深圳的创客文化逐渐发展起来 [1]。

关于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人造的”，在深圳转

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点， 因为深圳现在被视为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虚拟现实（Vir-
tual Reality，VR）和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的领先中心。深圳是一座处于创新前沿的城市，
她的全球定位使其成为投资者、创新者、风险投资

家和初创公司眼中的热土。 可以说，创新从未如此

紧迫，也没有比深圳更适合讨论“我们如何将技术

创新和文化创意结合起来？ ”这一问题的地方。这个

问题的答案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人们用二

维码付款、购买火车票，并下载应用程序（app）来帮
助自己查找、组织和存储信息以备不时之需———这

样他们的思维便能得到解放，从而更具创造性。 现

在深圳是一座布满孵化器、实验室和创客空间的城

市 ， 包括云咖啡创客基地 （Cloud Coffee Maker
Base)、华强国际创客中心(Huaqiang-bei Internation-
al Makerspace)以及柴火创客空间等机构。

二、不确定时代的创新

在市场动荡、自然灾害发生、大宗商品价格下

跌、 国家债务不断上升、 制造业回报率下降的时

候，创新成为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振兴口号。 有关

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②的研究

与宣传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早期，2006年，全球创
新指数③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随着技术创

新的步伐加快，许多国家因此被甩到了后面，这引

发了人们对未来产业的猜想 [2]。 美国人必须创新，

因为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 英国必须创新，因

为欧洲大陆的人才正在离开，特别是在“脱欧”以

后。 澳大利亚必须掀起一场“创意热潮”，以减少对

资源经济的依赖，减轻所谓的“幸运之国”④综合

症。 中国必须有更多创新，因为它的出口型经济正

日暮西山，并且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

我近期的工作重点是研究数字科技如何改变

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 以及我们所注意到的中国

的变化———特别是由 BAT （百度、 阿里巴巴和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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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所带来的变化，是如何把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

带到世界舞台的。 如今中国政府正式认可了“创意

产业”这一名词，或近来常说的“数字创意产业”。

我认为这一认可是对腾讯等公司崛起的反应，也

是对 2006 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
政策的响应。 当然，这一切最初的目标是帮助中国

到 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有的人认为中国
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 有的人却认为中国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因为中国内部发展不平衡，并且各国

对中国的看法各不相同。 现在中国提出了《中国制

造 2025》计划，旨在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扩展到智
能制造业，并且将整合区块链技术。

三、文化创意交流

作为一个与英语世界的距离相隔甚远的国

家， 澳大利亚有许多具有创造力的人才都在国外

找到了工作，最主要是在英国和好莱坞。 比如很多

人熟悉的澳大利亚的演员妮可·基德曼 （Nicole
Kidman）、托妮·科莱特（Toni Collette）、罗素·克劳

（Russell Crowe）、凯特·布兰切特（Kate Blanchett)等。
由于同处西方文化环境，他们能够相对轻松地在好

莱坞找到工作，但若在亚洲工作则更具挑战性。

近年来， 澳大利亚已经认识到它的地理位置

与亚洲更为接近， 许多有才华的人都在考虑到中

国去。 其中最著名的文化输出者之一，当属新闻集

团的总裁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他在最
终卖掉了自己的股份并减少亏损之前已经在中国

建立了自己的媒体业务。 默多克在某种程度上成

了开拓者， 此后很多人跟随他的步伐进入中国市

场。 与此同时，很多中国创意人才也抓住机会进入

澳大利亚。 比如一些中国电影制作者正在思考如

何利用澳大利亚的产业优势： 澳大利亚有先进的

电影制作设施，如数字后期制作、特效（VFX)和一
些技术设备；同时，澳大利亚有壮丽且多元的电影

取景地，包括具有未来感的城市景观、起伏不平的

沙漠、葡萄园、天然的海岸线、多民族社区、绵延的

山脉、沙丘、热带雨林以及欧洲风格的村庄等等。

2007年， 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电影合
作条约，该条约自 2008 年 12 月 19 日生效。 尽管

签署了这一协议，但截至 2015 年双方仅联合制作
了三部影片。 《黄石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Silk
Road）（在 2006 年 7 月已经制作完成）是与德国一
起“三方协同”⑤制作完成的 [3]；紧随其后的是《寻龙

夺宝》（The Dragon Pearl）和《幸福卡片》（33 Postc-
ards），这两部电影启用了如萨姆·尼尔（Sam Neil）
和盖·皮尔斯（Guy Pearce）这样的一线明星，但遗
憾的是这两部影片没有在两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

取得引人瞩目的票房成绩。 与中国大陆和香港或

韩国的联合制作不同，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价值体

系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两国观众对电影叙

事方式有着不同的品味 。 此外 ， 学者彭伟英

（Weiying Peng）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在合作拍摄开
始前，有很多官僚机制的挑战需要克服。 更多的合

资电影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制作， 但尚不清楚它们

能否找到受众。

2013年，澳大利亚电影电视总局（Screen Aus-
tralia）⑥发布了一份名为《求同存异》（Commom Gro-

und）的报告[4]，旨在为澳大利亚影业发掘与亚洲的

合作机会。 该报告显示，有 80 多家澳大利亚制作
商和制作公司正在与亚洲进行合作。 令人意外的

是， 其中 63%的制作商曾与中国合作，47%的制作
商能从中国市场中获利，43%的制作商期望其来自
中国的收入将会扩大， 以及 27%的制作商期望其
来自中国的收入大幅增加 [5]。 因此，尽管制作出符

合中国观众口味的内容很难， 但中国市场非常宽

阔，哪怕能够占领一小部分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

2017 年底上映的《机器之血》（Bleeding Steel）是最
新一部中澳合作的电影，它由张立嘉导演、成龙主

演。 这是一部赛博朋克⑦动作惊悚片，影片中有一

幕便是成龙在标志性的悉尼歌剧院墙壁上与对手

进行决斗。 《谜巢》（The Guardians of the Tomb，或
前称 The Nest）由李冰冰主演，是另一部中澳合拍
电影，已于 2018 年 1 月上映，影片讲述了一段发
现一具公元前 200 年中国皇帝木乃伊的故事。 另
一部名为《最长一枪》（The Longest Shot）的联合制
作电影是有关战时上海的故事 （在墨尔本拍摄），

目前正在等待审查。

近年来在中国受到欢迎的澳大利亚 3D 电影

《大海啸之鲨口逃生》（Bait） 讲述了在一个被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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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没的超市里发生的一场人鲨大战的故事。 这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观众对澳大利亚的认知是建

立在野生动物和自然险境的形象上的。 但许多为

中国创作的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故事的尝试都失败

了，比如电影《幸福卡片》（33 Postcards)。 在我们从
过去的成功中借鉴经验的同时， 重要的是要认识

到中国观众的口味已经变了。 科幻电影现在似乎

越来越流行。 一些澳大利亚的电影后期制作公司，

如 Soundfirm 和 Animal Logic，便在过去这 20 年里
在中国找到了很多业务。

中国电视业对于澳大利亚制作商来说， 是一

个更难攻克的市场。 在中国市场，最成功的澳大利

亚电视剧大概就是《重返伊甸园》（Return to Eden)
(1986)，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一个模特被未婚夫从船
上推下鳄鱼潭却被当地的土著人解救并神奇康复

的故事。 整容回到故乡后，模特开始了她的报复。

显然，这种伦理剧符合中国观众的口味。当我 1993
年住在中国时，《重返伊甸园》便非常有名，另一部

标志性的澳大利亚电影便是《鳄鱼邓迪》（Crocodile
Dundee）。
真人秀的成功来得出人意料。 江苏卫视的电

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即是改编自澳大利亚节目

Taken Out。 2008 年， 弗里曼特尔传媒（Fremantle
Media）为了迎合英国市场，对 Taken Out 进行了改
版，并更名为 Taken Me Out。 随后该节目的改编权
被出售给了湖南卫视。 但江苏卫视快速地改编了

这档节目，推出了《非诚勿扰》，由孟非主持。 此后

江苏卫视又将《非诚勿扰》卖给了澳大利亚公共广

播公司 SBS，节目大受欢迎。 现在这档节目在澳大
利亚一周播五晚，并配有字幕，也就是说，是澳大

利亚人在观看。 有的人对节目中的娱乐元素感兴

趣，有的人想借此学习中文。 因《非诚勿扰》带来了

出乎意料的成功，SBS随即引进了另外两档在中国
受追捧的真人秀———《最强大脑 》（The Brain）和

《爸爸去哪儿》（Where Are We Going Dad）。 但这两
者都未能复制《非诚勿扰》的成功，这说明电视台

和行业高管常把不准市场的脉搏。 引进 《非诚勿

扰》是基于它在中国引发的争议而决定的。 的确，

如果我们研究了社交媒体中对《非诚勿扰》的讨论

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它会受欢迎。

四、社交媒体分析以及海外市场

笔者正在主持一项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为

期三年的研究项目，名为《数字中国：从文化存在

到创新国家》（Digital China: from Cultural Presence
to Innovative Nation）。 在这一项目中，研究人员将
利用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来评估中国在海外的文化

影响力，换句话说，即中国的“软实力”。 有一件事

我们已经知晓，那就是中国文化遍及世界，可以说

是全球性“存在”（global “presence”）。 但与西方文
化相比，尤其是与好莱坞电影相比，中国文化对其

他国家观众的影响远不及西方电影带给中国年轻

人的影响。 对中国网站“豆瓣”的分析揭示了中国

年轻网民对西方文学、电影和音乐有深刻的理解。

尽管西方有许多介绍中国文化的小规模网站，还

有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和课堂， 但是目前我们还

没有看到西方的“豆瓣”。 我们的研究项目试图去

了解什么样的中国文化有可能会进入西方主流市

场，而不仅仅是海外华人市场。 毕竟，这才是“走出

去”的本质意义，仅用经济力量来说话是不够的。

通过社交媒体分析， 我们可以了解到事情成

与败的某些原因。 这将帮助制作商和投资人做出

比过去更明智的决定， 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非常有趣的方式来看待消费世界。 澳大

利亚一项新的研究表明， 通过电视或影院看电影

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6]。 他们主要关注在线平台，而

平台所有者可以追踪他们的消费习惯。 在中国，广

播电视观众也在流失， 但年轻人与老年人流失的

原因相距甚远。 传统媒体行业日渐衰落：人们曾经

习惯于讨论发行渠道， 但现在人们讨论的却是平

台。 Burri-Nenova 曾写道：“一切都在线，有些东西
只在线上 ” （“everything is online and some things
are only online”)[7]。 传统媒体和文化形式已经转变
为数字化服务。 这种数字环境影响着艺术家和文

化制造者表达自我的方式。 比如，想象一下文化生

产的过程：电影制片人统筹剧本、导演、演员、摄制

组、 技术支持和出资人， 打造出数字化的文化产

品，接着将版权卖给在线平台，观众可以在线观看

或者按需下载。 然而，观众消费线上产品时也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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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广告商和相关第三方有价值的数字指纹

（digital fingerprint)。这些消费数字指纹也是研究人
员感兴趣的内容。

在线平台（如 YouTube，优酷土豆等）与其他窗
口相连，网站内容被点赞、分享、点赞并再次分享，

这些内容就像快速移动的消费品一样， 但它们自

身携带影响力。 更多（业余）内容创作者涌现的情

况超越了由大公司拥有并控制的专业领域范畴，

这些公司不断将自己的预算投入到下一个可能成

为热点的节目中。 在某种层面上，我们有类似于网

飞（Netflix）这样的网站，它们已经成长为能够挑战
行业巨头的群体。 它们的成功建立在大数据基础

之上，《纸牌屋》（House of Cards）即是经典案例，制
作商之所以知道该剧会成功是因为他们有数据作

为支撑。

正如上文所述， 澳大利亚的电影和电视媒体

在中国市场上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很多

外国媒体机构也停止了试水中国市场的步伐。 值

得思考的是，我们如何能更好地预测什么会成功；

如果难以成功，那也就失去了继续推进的意义。 了

解能在中国成功的海外内容能够帮助那些想进入

中国市场的澳大利亚制作商吗？ 这是我们这个三

年项目的研究核心。 我们从微博和豆瓣等社交媒

体上收集了中文帖子的数据，从推特（Twitter）和我
们可以访问的一小部分脸书（Facebook）页面上收
集了英文帖子的数据。 在识别出引起轰动的节目

之后，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 （survey） 或焦点小组

（focus group)的方法邀请粉丝来进行评论。 基于目
前已有的分析工具， 我们构建了多种用于大数据

分析的统计算法和技术，它们包括：（1）意见领袖
及关键因素分析；（2）信号效应；（3）异种聚类算法
挖掘；（4）文本数据挖掘；（5）用户及朋友间的社交
记录与互动分析；（6）机器学习。
我们进行研究的一大目标是在成千上万篇与

制作、 传播和消费创意产业内容等方面有关的帖

子中识别、 收集、 分类并分析其中的关键词和短

语， 以及这些帖子发表后在海外华人中引起的反

响。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正在调查明显与软实力

相关的议题、争论和特征，并且调查查找通信技术

行业里的大量的关键公司、 从业人员和政策利益

相关者等。 最终，我们所建立的指数或文化软实力

矩阵（cultural power metric）可以用来描述在不同
地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澳大利亚）和

不同时期里中国媒体娱乐和流行文化内容以及社

交媒体帖子的创造、走出去与接受度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不局限于专业生产。 正如斯图亚

特·坎宁安（Stuart Cunningham）和亚当·斯威夫特

（Adam Swift） 最新发表的文章里所提到的那样 [8]，

媒体产业生态系统包括了广告商提供的低成本内

容， 这些内容在线上传播、 产生收入并吸引关注

者。 传媒学者曾对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特定文化

产品（称之为产业 1，如中国电影电视业）和以国际
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产品（称之为产业 2，如商业大
片）之间的区别进行了研究。 对澳大利亚而言，产

业 2的成功是非常少见的。 对中国来说，产业 2成
功地吸引了海外华人：他们利用卫星电视、机顶盒

和在线平台观看他们喜欢的节目。 这也将他们与

故乡重新联系起来了， 同时也削弱了诸如脸书和

YouTube 等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网站的流行度。 毕
竟，如果你是身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你会使用微

信、爱奇艺、优酷土豆等，而这些也就是你所需的

全部。 实际上，从海外华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媒

体在澳大利亚的巨大影响力，但问题是，这种影响

力能进一步延伸吗？

诸如优酷和爱奇艺等在线平台在跨文化边界

中取得的成功表明，“走出去” 的内容不一定要局

限在预算庞大的“成品”之中。 很多内容都是业余

的，而且这些内容不断被分享和重新混合。 例如西

方的 YouTube 和中国的优酷， 此类多频道网络平
台的兴起正在改变业余内容被创作、 被专业化和

被传播的方式。 新产业以采用新的生产和传播内

容的方法为特点， 新方法包括通过数据挖掘来识

别观众。 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激增，以及网络文学

作品改编成电影的热潮， 证明了创造力来自于令

人惊讶的地方。 《非诚勿扰》出人意料的国际成功

说明了新鲜的内容加上网络上的口碑比官方产品

更能产生“软实力”。

在未来， 我相信澳大利亚的内容叙事方式会

吸引中国观众。 在许多方面中国也面临着相同的

挑战：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样的叙事（和文化）内容

第 3 期 （澳大利亚）金迈克（Michael Keane）：数字创意时代中澳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问题与路径 ·47·



能够在中国引人瞩目。 澳大利亚被视为西方国家，

其文化形式也源自于北美和欧洲， 所以对于中国

观众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类别混淆。

五、科技创新

根据尼克·斯瑞赛克（Nick Srincek）的说法，数
字经济指的是那些商业模式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

数据和互联网的交易。 数字经济跨越了传统行业，

包括制造业、服务业、运输业、采矿业和电信业[9]。 自

2015年 3月“互联网+”政策的推出，中国数字经济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移

动网络上网， 中国的数字经济增长空间也将进一

步扩大。

尽管面临内容的叙事形式问题， 越来越多的

澳大利亚数字初创公司正在向中国市场发展。 澳

大利亚政府主导的 “着陆计划 ” （Landing Pad
Scheme） 旨在鼓励澳大利亚的初创企业和公司选
择亚洲，尤其是中国，而不是硅谷作为目的地，这

一计划近年来多次举办落地活动。 这样做肯定有

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 而且，不仅仅是澳大利

亚的初创企业会来到中国， 未来全世界的中心点

都在中国。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 科技比内容的叙述

形式更加中立，澳大利亚政府鼓励这种科技转向，

并希望它能带来回报， 尤其在中国是我们最大的

贸易伙伴的情况下。 举例来说，我从目前正在与澳

大利亚中国委员会(Aust-ralia China Council, ACC)
合作进行的一个项目中发现，在澳大利亚，说中文

的澳大利亚人，尤其是 ABC（Australian-born Chin-
ese，澳大利亚出生的中国人）和女性，他们参与数
字创业的人数正在迅速增长。 此外，澳大利亚人正

在寻找中国女企业家。 据深谙中国商务的资深人

士特里·希尔斯伯格（Terry Hilsberg）介绍，“在每个
成功的初创公司背后， 我都有中国女性为我管理

它们。 她们比我做得更好。 我现在有一个铁律，那

就是我在中国创立的任何一家公司， 我都将邀请

一位中国女性作为联合创始人加入”[10]。

澳大利亚在数字经济方面的表现好坏参半。

澳大利亚人已经作为消费者投入了科技的怀抱：

据统计，2016 年上半年，91%的澳大利亚成年人曾
访问过网络；从 2015 年 6 月到 2016 年 6 月，数据
下载量增加了 52%，达到了 220多万兆字节。 然而
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 澳大利亚需要保持自

身在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2016年，澳大利亚在世
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网络就绪
指数（Network Readiness Index）中排名第 18，比前
一年下降了两个位置[11]。网络就绪指数用来衡量各

国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提高竞争力和公众
福祉的能力。 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商业使用方面，

澳大利亚的排名甚至更糟， 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排

名中排到了第 24 位。 作为一个小型开放的经济
体， 澳大利亚也需要国际认可的标准和可彼此协

作的系统来支持其参与全球供应链。

智慧城市、先进制造业、数字医疗保健和金融

技术都依赖于空前的系统集成与互惠合作。 考虑

到全球技术的本质， 国际统一标准可以帮助企业

提高效率、提升生产力，并通过确保跨地区技术的

协作性，使增长机会最大化。 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

项研究中，47%的受访者表示， 建立并促进统一标
准是政府能采取的加快工业物联网建设的一项重

要举措[11]。

合作的机会数不胜数，从很多方面来看，澳大

利亚都是中国企业扩张版图的好地方。 阿里巴巴

和腾讯已经在澳大利亚设立了办事处。 此外，澳大

利亚的大学和中国也有很多合作，比如，新南威尔

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参与了一
项名为“火炬创新区”（Torch Innovation Precinct）的
项目，该项目于 2016 年 4 月份宣布启动，旨在建
成一个产业规模的 “澳大利亚—中国研发（R&D）
合作中心”。 该项目计划由澳中两国政府共同资

助，建设 2万至 5万平方米的研发空间。 根据项目
规划， 新南威尔士大学火炬创新区将成为 5至 10
家大型中国企业的澳大利亚研发基地， 并成为近

100家澳中中小型企业的科技商务孵化器。每年两
国的年轻企业家们会齐聚一堂， 参加为期 100 天
的跨界创新项目———“中国澳大利亚千禧项目 ”

（China Australia Millennial Project, CAMP）。

·48·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 第 35卷



六、中国文化走出去：在线平台

尽管中国在数字产业的活动十分狂热， 并在

低成本技术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但中国文化在应

对世界舞台上的竞争时仍面临不小压力。 许多创

意人才来到中国， 这使得中国能够形成更加全面

的媒体生态系统， 而中国企业收购海外媒体和文

化资产也强化了这一生态系统。 大连万达集团收

购了 Hoyts电影集团，这将使中国电影有更多的途
径在澳大利亚上映。 中国电影已是澳大利亚主流

电影节的常规组成部分。 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

（Golden Koala Chinese Film Festival） 每年在中国
农历新年后举办，该电影节是非盈利性质的，由华

语电影节协会 （China Film Incorporated, CFFI）主
办，主要面向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华人。 至今仍未有

华语电影节可以触及澳大利亚主流观众。

但更重要的是，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国际观众

接受和参与方式。 海外的华人群体能够随心所欲地

获取西方内容。 现在，通过实时或回放观看的方式，

他们也能够轻松获取中国内容。 总之，海外华人可

以通过很多方式了解中国大陆制作的节目。 约五年

前， 最常见的接收中国节目的方式是在公寓的屋

顶或四周安装圆盘式卫星电视天线。 现在大多数

卫星电视都是数字编码， 卫星广播公司能够使用

相同数量的卫星带宽提供更多的电视频道。 电视

机顶盒是现在最常见的接收中国节目的方式。 在

过去，许多卖给消费者的电视机顶盒都是非法的，

因为它们含有的软件可以访问在中国运营的非法

的点对点盗版电视网络。 现在机顶盒有多种选择，

人们可以在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上购买。 在海外，另

一种接收中国内容的便捷方式是通过 YouTube。

YouTube上现在有超过 300个华语频道。与中国播
放西方电影和电视剧频道利用字幕组⑧的贡献不

同，大多数 YouTube 上的华语频道内容没有字幕，
这也说明它们的目标不是“外国人”而是“海外华

人”。 对于居住在中国境外的中国人来说， 通过

YouTube 能观看到一些因“地理封锁”的原因在优
酷土豆、爱奇艺、乐视等中国在线平台上无法收看

的娱乐节目。 YouTube非常受欢迎，因为用户不用

付费便可收看很多节目。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海外

华人更多地接触到了中国制作的华语内容。

媒体项目和科技初创公司间正在进行的交流

无疑将加深两国之间的关系。 技术成为了一种老

少皆宜的语言，但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能否让两

国丰富的历史、故事和价值观变得能被互相理解？

这是文化挑战。 澳大利亚人口相对较少，它不断加

强与亚洲的联系， 企业主和初创公司看到了很多

在中国的新机会。 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澳大利亚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无污染的食物和海滩，却不

是一个从事技术工作的理想之地。 数字时代的到

来带来了很多令人兴奋的机会， 很多澳大利亚华

裔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二

代华人，他们通过在线平台消费中国文化产品，他

们在加强中澳联系、 互信互利方面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即便没能创业成功，他们也是多元文化故事

的书写者。 文化创意与技术创新的融合代表着光

明的未来， 是创造内容和分享故事的新途径。 未

来，我相信通过媒体和文化产业，以及数字创意产

业间的交流，两国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注：
① 译者注：深圳茵特拉根小镇，位于深圳盐田区的东部

华侨城，模仿瑞士阿尔卑斯山麓小城因特拉肯建造。

② 国家创新体系，缩写为 NIS或 NSI。

③ 全球创新指数，通过评估制度和政策、创新驱动、知识

创造、企业创新、技术应用与知识产权等，衡量一个经

济体广泛的经济创新能力。

④ 在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语境中，“幸运之国” 这个词经

常被应用于形容澳大利亚，它是指人们注意到澳大利

亚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该国对这一收入来源的依赖。

⑤ 三方协同（three- way coproduction）是指一部电影是由

一个澳大利亚的联合制片人、一个协同制作国家的联

合制片人以及一个与至少一个协同制作国家签署过

制作协议的联合制片人共同制作的。

⑥ 澳大利亚电影电视总局（Screen Australia）是由联邦政

府设立的资助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发展的主要机构，其

职能是支持和促进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创造性、创新性

和商业可持续产业发展。

⑦ 赛博朋克（cyberpunk）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以计算

机或信息技术为主题，小说中常有社会高度管控下的

社会存在弱点而受到破坏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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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s and Paths of “Go Out” in Cultural Industrie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in Digital Creative Era

Michael Keane
(Digital China Laboratory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at Curtin University, Perth, Australia)

Abstract: Although Australia and China have very different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Chinese culture is seeking ways to go global while Australi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Asian. After entering digital era, the
two countries have extensive interaction in cultural industries such as cultural innovation (mostly in film and TV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mostly in digital startups). In cultural innovation, China and Australia have creative output and interaction
in films and on television. With traditional media and cultural forms turning into digital service, the two countries can use
social media analysis to assess the relativ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media investment.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entrepreneurs realize Chinese government supports the digital revolution happening in China
and embraces 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digital start-ups in Australia begin turning to
Chinese market for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provide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culture to go global, while in Australia, people get in touch with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online platforms, and Chinese in
Australia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Key words: digital creative era; China; Australia; cultural industry; social media analysis

⑧ 字幕组（Fansub）是指将原本无字幕的外语视频配上字

幕或对视频已有的外语字幕进行翻译的爱好者团体，

属于一种民间自发的团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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